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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方公正是组织公正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该领域主要研究第三方从看到不公正到对不公正做出反应

的过程。回顾近年来有关第三方公正反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第三方公正的主要有四类因素：第三方

的个体特征因素、情景因素、受害者的个体特征因素以及其它第三方的反应因素。该领域的研究应进一

步关注第三方公正的跨文化验证、情境变量的调节效应，并且将从以上因素的角度论述第三方公正对公

共管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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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d-party justice is a new topic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which mainly studies the 
process of the third parties from seeing injustice to reacting to injus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inly four types of factors that regulate the third-party justice respons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
ristics of the third-party,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ct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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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hird-party response factors.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ross-cultural verification of third-party justi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ituational variables, 
and discus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ird-party justice to public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o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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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方式，公共政策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导向的重要作用，因此政

策的公正性十分重要，会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政策的满意度和可接受性。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每一项政

策的提出都在接受公众的监督。例如，对于最近提出的“双减政策”，除了涉及到自身的家长学生和办

学机构，还有很多第三方网友对与双减政策的公正性提出看法，例如“在考试选拔不变的情况下，这样

的政策是否会使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请家教，从而加剧贫富差距”等等。这些网友其实就是政策的第三

方，而第三方公正就是指除组织(系统和代理人)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对当事人是否被组织公正对待的感

知[1]。对每一个受害者来说，存在多个第三方，包括非正式的(如朋友、同事、客户)和正式的(如管理者、

法官、调解员)角色。自 Skarlicki 和 Kulik’s (2004)率先对第三方公正进行研究后，这一主题就受到组织公

正研究者们的关注[1]。 
大量研究表明，第三方公正与组织中的许多行为表现有关，如，Bosse，Phillips 和 Harrison (2009)的

研究发现，在股东认为公司公正的情况下，公司会有更高的绩效[2]。此外，当主管不公正地对待下属时，

作为旁观者的顾客会对整个公司和其它管理者都形成相对消极的印象[3]，并且有研究发现当消费者感知

到企业的程序公正做的不好时，他们的购买意愿会降低[4]。还有研究发现，酒店的顾客不太可能继续回

到对待工作人员不公平的酒店[5]。事实上，个体在工作场所可以拥有双重角色：作为当事人(例如，受害

者)和作为第三方(例如，看到同事的遭遇)。因此，公正的第三方视角非常重要。 
为了深入探究第三方公正的反应机制并且为公共管理提供创新性的思路和启示，很多组织公正研究

者们从调节变量的角度入手，考察特定情境下的反应机制。本文通过回顾第三方公正的研究现状，着重

探究了影响第三方不公正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其它第三方的反应因素，并且对未

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第三方公正的影响因素 

2.1. 第三方的个体因素 

个体对不公正的敏感程度及容忍程度会影响其对不公正的态度。高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容易发现

不公正的发生。Triandis 等人(1985)率先提出除了文化层面的集体主义，在个体心理特征层面上也有类似

的构念—集体主义倾向(Allocentrism) [6]。高集体主义倾向的成员会对与团队相关的信息记忆深刻，并且

更乐于与其他成员分享交流这些信息，他们往往将团队间成员待遇的一致性看的很重[7]。因此高集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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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倾向者作为第三方会对不公正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支持受害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8]。同样，个

体公平敏感性(Equity Sensitivity)也会影响第三方是否对不公正做出反应。Huseman 等人(1987)认为公平敏

感性是个体对公平的不同偏好[9]。这种偏好导致个体对公平或不公平的遭遇有个性化但稳定的反应。他

们用一个连续体来表示公平敏感性，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存在两种典型的公平偏好类型：一端是大公无

私(Benevolent)；一端是自私自利(Entitled)。大公无私的人更关注投入，更看重工作本身，因此对不公正

结果的容忍度更高[10]；而自私自利的个体更关注结果，更看重所得报酬，因此对于团体中自己与他人待

遇的不同更敏感，对于不公正的反应最强烈[8]。 
个体的公正范围也影响第三方是否对不公正做出反应。Mitchell (2012)及其同事认为，第三方对不公

正的感知以及随后的反应依赖于受害者和违规者是否在他们的公正范围内[1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正范

围。而公正范围意味着个体对他人遭遇的反应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他人值得被公正和有道德地对待。如

果受害者不在第三方的公正范围内，那么第三方就会觉得个体不值得被公正对待，因此对个体的不公正

遭遇反应并不强烈。如果受害者在第三方的公正范围内，那么第三方就会认为受害者本应该也值得以公

正的方式被对待，因此对不公正反应强烈。当受害者在第三方的公正范围，而违规者不在时，此时第三

方对不公正的反应最为强烈[11]。 
个体对道德的重视程度也会影响其对不公正实际所采取的行动。Greenbaum，Mawritz，Mayer 和

Priesemuth (2013)研究发现，拥有较强道德认同感的第三方在发现组织中的其他人遭受了不公正后，更有

可能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方式来面对(如，辞职抗议)，而不太可能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应对，因为会受

到自己道德上的谴责[12]。Barclay，Whiteside 和 Aquino (2013)的研究也发现，拥有强烈道德认同感的第

三方更有可能去惩罚行事不公的违规者[9]。同样地，Rupp 和 Bell (2010)发现，第三方的道德自我调节能

力会调节其不公正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13]。具体来说，在第三方看到不公正后，并不会很快决定去惩罚

或报复违规者，相反，他们会通过道德自我调节选择不去惩罚，因为惩罚会给违规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

伤害，这与道德有所冲突，因此第三方会自己压制住惩罚违规者的想法，即使他们认为这样是错误的。 
而当第三方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权力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报复伤害时，他们也更有可能会采取行动。

在工作场所中，足够的权力指拥有职位优势或者拥有某些资源，因此在组织中位于较高职位或者掌握关

键技术的第三方更有可能对不公正采取行动[14]。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位低的第三方一定不会有所反应，他

们也有可能会争取某些资源来避免报复。事实上，如果员工长期以来一直遵守组织规章制度，那么他就

会累积高度的信誉。而当员工的这一积极行为模式得以建立，其他人就会容忍这一员工偶尔批判组织规

章制度。因此一个地位低但信誉水平较高的员工可以去批判组织的做法，帮助和保护受害者而不必担心

遭到报复[15]。此外，第三方是否在组织内也会影响他们判断自己是否会遭受报复。因此，处于组织之外

的第三方更可能会自由地对不公正有所反应，因为他们不依赖于组织的支持，更不在组织报复的范围内。

如，新闻记者，热心市民等这些第三方对不公正的关注和反应[16]。 
事实上，除了第三方的某些特质会影响他们对不公正的反应外，受害者自身具有的特质也会对第三

方的反应产生影响。 

2.2. 受害者的个体因素 

团队战略核心理论(Strategic core theory, SCT)认为，在团队中，一些角色比其他角色更重要或者说更

核心，它们和团队的整体绩效联系也更为紧密。因为这些核心角色会在团队中遇到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整个团队工作流程中至关重要[17]。而团队成员也会较频繁地与这些核心人物交流，因此，不管是认知

还是情感上，成员们对核心人物的公正遭遇都会更敏感。由于核心人物对团队绩效的重要性，核心人物

遭受不公正待遇往往会引起整个团队的愤怒，因此作为第三方的成员们会表现得更为消极，更有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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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报复行为。Christian 等人(2012)的研究证明了在团队背景下，违规行为对核心人物的影响越大，同组中

的其他成员就越有可能报复[18]。 
综上所述，人们对公正的偏好是稳定且因人而异的，即个体的特质因素影响个体对不公正的感知[19]。

除了个体因素外，不同的情景也会激发个体不同的需要，当不公正破坏了这种需要时，该情景会增强第

三方的反应。 

2.3. 情境因素 

团队氛围会影响第三方对不公正的感知和随后的行为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人们处于任务依

存性高的团体中，即团队任务的投入因素依存性程度高(如成员技能、资源等)，以及团队运作过程彼此交

叉(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等)时，团队成员们会更多地进行交流讨论，更容易感知到自己和他人的遭遇是否一

致，这就为评判他人是否得到公正对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0]。因此在这一情境下，个体更容易注意到不

公正的发生，更容易对不公正做出反应。Colquitt (2004)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高任务依存的团队中，当

他人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即使个体自己得到较高的公正待遇，个体的工作绩效也较低[8]。而在任务依

存性水平较低的团队中，他人是否得到公正待遇与个体的绩效之间并无显著关系。但是，Colquitt 的研究

仅关注了任务依存性高低的影响，而没有探究任务依存性方向(如，竞争型或合作型)的影响。此外，除了

任务依存性，团队依存性还有目标依存性，它表现为任务目标以团队整体目标形式界定的程度，以及绩

效评定和奖励时采取对团队整体奖励的程度[20]。因此，De Cremer 和 Van Hiel (2010)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更进了一步，他们通过两个实验探究了在相互竞争和在相互合作的目标依存性团队中，个体同伴的公正

遭遇对个体消极情绪和反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7]。研究者们发现，在一个合作式的相互依存的团队中，

当个体被公正地对待而其他人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时，个体的消极情绪和反社会行为倾向更高。而在相互

竞争的依存性组织中则出现了相反的结果模式，即当个体遭受了不公正地对待而其他人被公正地对待时，

个体的情感体验更消极，并且更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与之类似，Ferguson 和 Barry (2011)的研究也发

现，在团队凝聚力高的组织中，第三方(旁观者)对不公正的反应更强烈，更可能有所行动[21]。因此，第

三方的反应会因团队氛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除了团队氛围，组织政策和已有的申诉程序也会影响第三方对不公正的反应。有些职业或组织有明

确的行为准则，强调个体有对不道德行为做出反应的责任，这些准则可以鼓励第三方采取行动[22]。Miceli
和 Near (1992)的研究也发现，如果组织有就员工如何告密提供合理的培训和相关的政策，这会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员工对不公正的揭发行为[23]。 
此外，第三方对自己是否会遭受违规者报复的估计也会影响他们是否会对不公正做出反应(Henik, 

2008) [24]。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通过观察他人所得结果而进行替代性学习。因此如果第三方看到有

人因制止不公正而被报复，那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也会遭受报复[25]。虽然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公

正偏好，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公正的反应也有所不同，但是个体不可避免地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因此除

了情景与特质变量外，其它第三方的反应也会影响个体对不公正的反应。 

2.4. 其他第三方反应 

根据旁观者效应不难推出，发现不公正的第三方越多，揭发行为就越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却

相反。Miceli 和 Near (1988)基于责任扩散理论提出潜在的观察者越少，第三方就越有可能对不公正进行

揭发这一假设，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验证该假设，反而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即知道不公正的第三方越少，

揭发行为就越不可能发生[23]。Miceli 及其同事(2008)提出，责任扩散大都发生于十分紧急的情境下，而

揭发情境下潜在的揭发者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所以不太容易发生责任扩散[26]。Robinson，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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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urtis (2012)也认为，告密揭发不公正的第三方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直接威胁受害者身心健康的情境，因

此有更多的缓冲时间。他们通过实验又进一步对揭发干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们都表示如

果他们的同事均认为某一行为是不道德的，他们才更有可能去阻止这一不道德行为[27]。同样地，Mayer
和他的同事(2013)的研究也发现，只有当其他旁观者也觉得不公正时，第三方的员工才更有可能行动[28]。 

而当有第三方对不公正做出反应后，剩下的第三方便不会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其它的第三方

已经合理的处理不公正了，也就不需要他们再采取行动。如，Lin，Dahl 和 Argo (2012)发现当实验者惩

罚了违背社会规范的个体，而不是忽视这种规范的违反时，作为旁观者的其他被试便不会再去惩罚违规

者。研究者们认为，一旦第三方觉得公正已经实现了，他们也就不再进行干预[29]。 

3. 第三方公正对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四类：管理政策，分配政策，再分

配政策和立法政策。现如今公共政策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政策对每个人的幸福

都有重要影响。第三方公正的影响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启示。 

3.1. 第三方个体因素 

从第三方个体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三方个人本身所具备的个体特点会影响其对公正的感知。由此，

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公民的特点，尤其是集体主义倾向，公平敏感性和对道德的重视程度。

更加公平的管理政策会使高集体主义倾向、高公平敏感性和对道德重视程度较高的第三方群体更少的感

觉到不公正。 
集体主义倾向反应的是个体对他人和团体其他成员的关心程度，相比于低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他

们会更加重视与他人的联系与互动，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国从对学生的教育到社会宣传，

都非常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这也就使我们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人们会将所

有人的待遇一致性看的很重要，并且对不公正的反应更加强烈。在这种条件下，不公正的政策会大大降

低第三方对政策接受性和满意度。要确保政策的公正，提高第三方群体对政策公正性的感知，政府可以

建立高效的政策评估体系，采取措施或建立第三方评估组织来提高政策的公正和客观性。 
公平敏感性反映的是个体对社会中公平状况的偏好和容忍程度。大公无私的人会比自私自利的人的

公平敏感性更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提倡我们要做大公无私的人，但是因为大公无私会降低

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从而降低公平敏感性，这对于制定公正的政策是不利的，因此社会应强调政策的公

正性，提高大公无私的第三方对公正性的敏感度，进而督促政策制定者。而对于自私自利的第三方，他

们会由于更加关注自身利益而具有更高的公平敏感性，在政策制定时，也应多听取这类第三方的看法来

促进政策公正。 
当第三方对道德的重视程度较高时，面对他们见到的不公正现象，相比于指责或抱怨，他们更倾向

于采取非破坏性的方式，因为他们不仅重视他人的道德行为也会重视自身的道德行为。例如，个体如果

对当地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就有可能采取搬离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不利于各地的人才引进。再比如“离

婚冷静期”政策的提出原本目的在于减少冲动离婚，政策的受众群体也是已婚人士，但目前人们的道德

感越来越高，一些没有结婚的人即政策的第三方对该政策的接受性和满意度都不高，他们就选择采取回

避结婚等非破坏性的策略，但显然这样的策略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不利的。由此可见，第三方对政策公

正性的感知同样会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2. 受害者个体因素 

政策的制定很难做到十全十美，有受益的一方也会有受到损害的一方，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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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成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个体是核心人物时，即使自己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

也会感到愤怒。我们可以假设将社会群体分为低收入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如果一项政策损害了低收入

群体中的某个核心成员的利益，可能是一个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低收入个体，那么这项政策将会引起所有

低收入群体的不公正感。当政府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分配政策，涉及到利益时，为了使政策第三方群体

的可接受性更高，应当尽量不要损害核心成员的利益。 

3.3. 其他第三方反应 

其他第三方的反应也会影响个体对不公正的反应，在整个第三方群体中，发现不公正的第三方越少，

对不公正的揭发行为就越不可能发生，这启示我们，为了使大众监督政策的公正性，我们应该使更多的

人了解政策内容，这样发现不公正的第三方越多，就更可能对政策公正性做出有效监督。但当有其他第

三方对不公正做出反应后，剩下的第三方便不会再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有人合理的处理不公正

了。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一些不公正的政策很难通过某个单独个体的行为而做出改变，政策制定者也

应考虑到这一点并且鼓励更多的第三方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对政策提出意见，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网站开放“国家政务服务投诉与建议”板块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4. 小结与展望 

综合影响第三方公正反应的变量的一系列研究，可以总结出两种思路来理解这种影响。首先，可以

从自我利益的角度来解释：第三方对他人公正遭遇的关注是出于自我利益受损，具体而言，是出于自身

的公正世界信念受到威胁。当个体察觉到他人遭受了不公正，不管是被剥削还是享有特权，都会推动第

三方从认知上或者行为上去重塑公正，以维持自己的公正世界信念，即此时第三方对他人不公正遭遇的

关注和随后的反应都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其次，可以从道德公正方面来理解：第三方对不公正做

出反应是因为“这是该做的”，而不是出于自我利益。尤其当第三方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来抗议不公正，

支持受害者，惩罚行为者时，他们的行为明显和个人利益动机矛盾[30]。而这两种思路又可以用适应者理

论来统合：第三方对不公正的反应是先天的和基于进化的一种心理反应，这一反应主要是对他人行事正

确与错误的感知，但是这些反应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即使个体没有意识到[31]。 
总而言之，第三方公正还是一个尚未发展成熟的研究领域，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

步的拓展研究： 

4.1. 第三方公正的纵向研究 

文章中所述的大部分研究皆为横向研究，缺少从第三方公正视角切入的纵向研究，这可能与该研究

领域的新颖性有关。以后的研究可以从第三方公正角度出发进行追踪研究，尝试弄清第三方完整的行为

模式是怎样的？具体而言，第三方对不公正做出干预后，没有达到重塑公正的目的或没有达到他们预期

的效果，第三方还会进一步有所行动吗？这一些问题都有待于组织公正研究者们进一步地探究。 

4.2. 第三方公正的本土化研究 

第三方公正的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并且被试均为西方个体，在中国本土很少有

相关的研究。中国人的很多特性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面对他人遭遇不公正对待

时的具体反应模式是否也会不一样？例如，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文化使得公正难以落实[32]。人情文化是

否会影响第三方对于公正的判断和随后的具体行为反应值得进一步探究。国内的性别刻板印象也与第三

方公正有着显著的相关。陈志霞和徐荣华(2013)的研究表明，一些违背传统观念的女性，在遇到不公正时

更容易受到第三方的指责[33]。此外，中国的大学生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公正世界观念，这也会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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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不公正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公正世界信念而更容易去谴责受害者[34]。因此，第三方公正的本土化

研究非常有必要。 

4.3. 进一步考察调节变量的交互影响效应 

特质变量、情境变量以及其它第三方的反应可以显著地影响第三方对不公正的感知和随后的反应。

但在现实生活中，仅存在一种影响因素是不太可能的，而探究不同水平的变量对第三方反应的交互影响

机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三方公正意义重大。当个体差异因素与情境因素彼此交互影响时，如，面对

不公正时，高集体主义倾向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干预行为，而处于竞争式的相互依存情境下的个体更

不容易有所反应，当高集体主义特质的第三方处于竞争式的相互依存的环境下时他们会出现怎样的行为

反应？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4.4. 加强真实情境中的研究 

第三方公正强调了在组织情境中第三方的重要性，但是本研究中的实证结果并没有在实际工作场所

中进行验证。虽然这些实证研究为我们理解第三方可能的行为倾向提供了基础，但是，行为倾向并不等

同于真实行为，第三方在实际工作情境中到底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而且，目前尚没有研究直接在同

一组织中比较第三方和受害者反应，即系统地探究第三方和受害者反应的不同以及交互作用。在实际中，

受害者和第三方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直接正面接触，相互影响，这是否也会影响第三方的反应也是有待于

更进一步的探究的。 

4.5. 加强第三方公正的应用性研究 

公正研究最早源于司法领域，后来在组织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促使了公正在组织领域的兴起和蓬勃发

展。但实际上，公正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也同样存在。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时期，

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突发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包括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以及不同

社会阶层的民众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否能够有效地得以解决影响到社会是否能保持稳定与和谐，

因此，如何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解决这些冲突纠

纷的过程中同样涉及到公正问题，比如，如果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民众之间的冲突)的过程中违背了公

正的原则，导致民众认为政府是不公正和不负责任的，这会对民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严重的影响，因而

从第三方公正的角度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新视角。具体到实际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

探究如何保证和提高第三方群众对政策公正的感知，进而提高政策的满意度和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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